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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及驱动力分析
———以江苏省太湖流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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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研究是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前提。 以太湖流域江苏省为例，通过空间显示的生物物理模型

计算氮、磷净化、水量供给及土壤保持 ４ 种服务指标，借助 ＧＩＳ 空间分析表征氮、磷指标与其他指标之间关系，并利用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定量识别主导驱动力。 结果表明：２０００ 到 ２０１０ 年间，各指标的单位面积年均值呈现不同程度的变化，氮输出指标

先增加后略下降，磷输出指标逐渐增加，水量供给先下降后上升，土壤保持逐渐下降，并且服务指标的空间格局显著差异。 氮、
磷净化与水量供给关系在空间上表现为广泛分布的权衡及协同变化区，但与土壤保持的关系不明显，氮、磷之间主要为协同变

化关系。 氮净化与水量供给的正向主导驱动力为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密度，而植被覆盖度和水网密度具有显著负作用。
氮、磷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植被覆盖度，其次是耕地及林地比例，且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主导驱动力识别有助于明确生态

系统服务间关系的作用机制，为区域环境管理及生态保护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驱动力；太湖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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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ｍ２ ｗｏｕ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ｂｙ ２９．１００ ａｎｄ １０．２８２ ｔｉｍ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ｈａ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ｓ；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ｏｓｔｌｙ ｐｌａｙ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ａｎｄ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各种惠益，涵盖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环境

条件。 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在复杂的影响因素作用下往往表现出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ｔｒａｄｅ⁃ｏｆｆ）和相互促进的

协同关系（ｓｙｎｅｒｇｙ） ［１，２］。 识别生态系统服务间的相互关系，厘清其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可协同优化多

种服务，避免在提高一种服务的同时损害其他服务，对促进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指导自然资源的合理开

发、提高人类福祉具有重要意义［３］，也是生态系统服务从理论研究走向管理实践的关键环节［４⁃５］。
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及相互关系研究已成地理学、生态学及生态经济学等多学科的前沿领域［１，６⁃７］。 国

内外学者普遍采用统计分析法［８⁃９］、空间制图法［１０⁃１１］、情景模拟法［１２⁃１３］ 及模型量化法［１４⁃１５］ 等方法，借助

ＩｎＶＥＳＴ、ＡＲＩＥＳ、Ｅｎｖｉｓｉｏ、ＥｃｏＡＩＭ 等软件［６，１６］，对生态系统服权衡 ／协同关系的时空表现特征、尺度效应、形成

机制及不确定性等方面进行研究［８，１７］。 结果表明，在气候、土地利用、社会偏好、激励政策等因素［１８⁃２０］ 的影响

下，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表现为空间异质性与时间动态性，并且具有尺度依赖性［２１］ 和研究不确定

性［２２］。 然而，当前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２３］，主要集中于供给服务和调节服务之间的权衡关系，且缺乏精确的

数量模型，急需通过增加数据样本、提高数据质量、优化研究方法等方式，进行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度量。 同

时，驱动机制的研究也较薄弱，仅局限于一种或几种特定影响因素分析［１２，２４］，缺少对驱动力的综合解析及主

导驱动力识别，从而限制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研究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流域作为复合生态系统，具有多样的服务类型，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生态系统服务之间表现

出复杂的时空关系特征。 同时流域也是人类活动干扰最强烈的地区之一，面临水质退化、水量不足、水土流失

等问题，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缓解上下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成为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 生态系统服务是衔接自然环境与人类需求的重要纽带，通过研究流域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与协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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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明确其驱动机制，有助于制定流域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政策措施［１，２５］。 基于此，本文以太湖流域江

苏省为例，考虑到农业非点源污染是该区域的首要水环境问题，选择氮、磷净化作为主要服务，其次是水量供

给与土壤保持服务；通过空间分布式的生物物理模型与经验统计模型，计算研究区每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数量

值；在此基础上，借助 ＧＩＳ 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法，研究 ２ 种水体净化服务与其他服务之间的权衡 ／协同关系。
最后，结合驱动因子空间栅格化，利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主导驱动力，以期

为流域的水环境管理及生态环境保护奠定基础。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太湖流域地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研究区选择太湖流域的江苏省

（图 １），因其位于相对完整的行政区和独立的水利分区［２６］，便于研究数据收集及生态环境模拟。 该区北靠长

江，地势西高东低，平均气温 １５—１７ ℃，多年平均降雨量约为 １１８１ ｍｍ，气候温暖湿润，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

区；总面积为 １６９８４．４８ ｋｍ２，包括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镇江市及南京市的部分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 近

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区域人地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日益退化，非点源污染尤为严重。 研究与非点源污染

物产生、排放、传输、净化有关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明确其相互关系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从生态系统综合

管理的角度为区域水环境管理，尤其是非点源治理提供新思路。

图 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及基本状况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２　 数据来源

生态系统服务及驱动力空间量化所需的数据包括降雨、温度、太阳辐射等气象数据，土壤类型、理化性质、
含水量、深度等土壤数据，用于植被覆盖度计算的遥感数据，土地利用及道路的空间数据，人口密度、ＧＤＰ、农
业等社会经济数据，以及用于模型校正的水文、水质数据等，具体来源如表 １ 所示。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水体净化服务模型

生态系统的植被、土壤等要素通过储存、转换等方式移除径流中的营养盐污染物，从而减少排放到外界的

污染物，达到净化水体的作用。 生态系统净化功能越强，营养盐输出量越小。 因此，利用氮输出量（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ＮＥ）和磷输出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Ｅ）表征生态系统氮、磷净化服务，这两个反向指标值越大表明

水体净化服务越低，反之亦然。 本文利用 ＩｎＶＥＳＴ 软件的“营养盐净化”模型，结合经验统计模型、专家咨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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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调研等方法修正参数，以实现对研究区 ２ 种水体净化服务的空间量化。 由于该模型考虑了不同地类氮、
磷营养盐参数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服务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可用于后续的相互关系分析。 模型原

理如下：

表 １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数据
Ｄａｔａ

数据分辨率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来源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来源网站
Ｄａｔａ ｗｅｂｓｉｔｅ

１ 气象站点数据 中国气象数据分享平台 ｈｔｔｐ： ／ ／ ｃｄｃ．ｎｍｉｃ．ｃｎ

２ 高程栅格数据 ３０ｍ×３０ｍ 国际科学数据服务平台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ｍｉｒｒｏｒ．ｃｓｄｂ．ｃｎ

３ 遥感影像数据 ３０ｍ×３０ｍ 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４ 土壤栅格数据 １００ｍ×１００ｍ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５ 土地矢量数据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分享平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ｏｄａｔａ．ｃｎ

６ 道路矢量数据 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分享平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ｏｄａｔａ．ｃｎ

７ 人口经济数据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ｍ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８ 农业相关数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地方统计年鉴

９ 水文、水质数据 各县（市、区）水文局、环境监测站

Ｅｘｐｘ ＝ ＡＬＶｘ ∏
Ｘ

ｙ ＝ Ｘ＋１
１ － Ｅｙ( ) （１）

式中：Ｅｘｐｘ为上游栅格 ｘ 的氮、磷输出值（ｋｇ ／ ｈｍ２）；Ｅｙ表示每个下游栅格 ｙ 过滤氮、磷营养盐的效率（％）；Ｘ 代

表氮、磷输出量从上游产生到下游水体的运输路径；ＡＬＶｘ为校正的栅格 ｘ 的氮、磷输出值（ｋｇ ／ ｈｍ２），计算公式

如下：
ＡＬＶｘ ＝ ＨＳＳｘ × ｐｏｌｘ （２）

ＨＳＳｘ ＝
λｘ

λｗ
（３）

λｘ ＝ ｌｏｇ ∑
Ｕ
Ｙｕ( ) （４）

式中： ｐｏｌｘ 表示栅格 ｘ 的氮、磷营养盐输出系数， ＨＳＳｘ 是水文敏感分值， λｘ 为栅格 ｘ 的径流系数， λｗ 则是研究

区平均径流系数；∑
Ｕ
Ｙｕ 是汇入栅格 ｘ 的总产水量，借助 ＩｎＶＥＳＴ 平台的“水产量”模型进行计算。

１．３．２　 水量供给服务模型

生态系统通过水循环产生可供人类蓄水、发电等利用的水量供给服务（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ＷＳ），并且水循环

过程会溶解、析出氮、磷营养盐，进而间接影响区域非点源污染。 本文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软件的“水产量”模型来计

算研究区的地表产水量，实现水量供给服务的空间化。 模型原理如下：
ＷＳ（ｘ） ＝ Ｐｒｅｘ － ＡＥＴｘ （５）

式中： ＷＳ（ｘ） 为栅格 ｘ 的年产水量（ｍｍ）； Ｐｒｅｘ 为栅格 ｘ 的年降雨量（ｍｍ）； ＡＥＴｘ 为栅格 ｘ 的实际蒸散量

（ｍｍ）。 该公式可进一步表示为：

ＷＳ（ｘ） ＝ １ －
ＡＥＴｘ

Ｐｒｅｘ
æ

è
ç

ö

ø
÷ × Ｐｒｅｘ （６）

式中：ＡＥＴｘ ／ Ｐｒｅｘ为基于 Ｂｕｄｙｋｏ 曲线的表达方式，其计算公式如下：
ＡＥＴｘ

Ｐｒｅｘ
＝
（１ ＋ ωｘ ＋ Ｒｘ）

（１ ＋ ωｘ ＋ １
Ｒｘ

）
（７）

式中： ωｘ 为非物理参数， Ｒｘ 为栅格 ｘ 的干燥指数，各自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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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ｘ ＝ Ｚ ×
ＡＷＣｘ

Ｐｒｅｘ
æ

è
ç

ö

ø
÷ （８）

Ｒｘ ＝
ｋ ｊ × ＥＴ０

Ｐｒｅｘ
（９）

式中：Ｚ 为降雨时间分布和水文生态特征的经验常数； ＡＷＣｘ 为栅格 ｘ 的植被有效含水量（ｍｍ），由公式（１０）
求得。 ｋ ｊ 为不同地类的蒸散系数； ＥＴ０ 为潜在蒸散量（ｍｍ ／ ｄ），通过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法进行计算。

ＡＷＣｘ ＝Ｍｉｎ（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 ｒｏｏｔ．ｄｅｐｔｈ） ×ＰＡＷＣ （１０）
式中，ｓｏｉｌ．ｄｅｐｔｈ 为限制根系生长的土壤最大深度（ｍｍ），ｒｏｏｔ．ｄｅｐｔｈ 为根系长度（ｍｍ），ＰＡＷＣ 为植物有效持水

量（％）。
１．３．３　 土壤保持服务模型

生态系统在预防土壤侵蚀和保持土壤过滤污染物功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而影响区域非点源污染。
本文使用 ＲＵＳＬＥ 模型估算土壤保持服务（Ｓｏｉｌ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Ｒ），并基于小流域的实验数据对其进行校正，以得

到本地化的计算模型，如下：
ＳＲ（ｘ） ＝ Ｒ × Ｋ × ＬＳ × １ － Ｃ × Ｐ × Ａ( ) （１１）

式中：Ｒ、Ｋ、ＬＳ、Ｃ 分别为降雨侵蚀力因子、土壤可蚀性因子、坡长坡度因子、植被覆盖因子，计算公式如下所

示。 Ｐ 表示工程管理措施因子，为 ０—１ 的无量纲数，各地类赋值参考吕建树等的研究［２７］。 Ａ 为本地化修正系

数，用来调整土地利用类型和地表光滑度对土壤侵蚀的影响，根据研究区实测数据确定值为 １．３。

Ｒ ＝ ∑
１２

ｉ ＝ １
１．７３５ × １０［１．５× ｌｇ

ｐ２ｉ
ｐ( ) －０．８１８８］ （１２）

式中：ｐ 为年平均降雨量（ｍｍ），ｐｉ 为月降雨量（ｍｍ）。

Ｋ ＝ ０．２ ＋ ０．３ × ｅｘｐ － ０．０２５６Ｓａ １ －
Ｓｉ

１００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Ｓｉ

Ｃ ｉ ＋ Ｓｉ

æ

è
ç

ö

ø
÷

０．３

× １ － ０．２５ × Ｃ
Ｃ ＋ ｅｘｐ ３．７２ － ２．９５Ｃ( )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１ －
０．７５ × Ｓｎ

Ｓｎ ＋ ｅｘｐ ２．９５ × Ｓｎ － ５．５１(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３）

式中：Ｓａ、Ｓｉ、Ｓｎ分别为砂粒、粉砂与粘粒的含量值（％）；Ｃ 表示有机碳含量值（％）。

ＬＳ ＝
Ｆａ × Ｃｓ

２２．１３
æ

è
ç

ö

ø
÷

ｎ

× ｓｉｎ ｓ × ０．０１７４５( )

０．０９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４

× １．６，ｓ £２５°

０．０８ × β０．３５ｓ０．６，ｓ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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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Ｆａ 为汇水累积阈值， Ｃｓ 为栅格大小，ｓ 为坡度，ｎ 为坡度相关参数， β 为流向相关参数。

Ｃ ＝
１，ｃ ＝ ０

０．６５０８ － ０．３４３６ × ｌｇｃ，０ ＜ ｃ £７８．３％
０，ｃ ≥ ７８．３％

ì

î

í

ïï

ïï

（１５）

式中：Ｃ 为 ０—１ 的无量纲数，ｃ 为植被覆盖度，通过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求得。
１．３．４　 驱动力分析方法

考虑研究数据的可得性，在多因子相关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方法，最终确定气候、土壤、经济、用
地等 １０ 类 ３１ 种驱动力，具体如表 ２ 所示。

在生态系统服务关系和驱动力空间量化的基础上，将各自栅格值赋予 ＧＩＳ 生成的 １００００ 个随机点，形成

生态系统服务关系为因变量，驱动力为自变量的数据集，再运用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进行驱动机制研究。 模

型原理如下：

ｌｎ
ｐｉ

１ － ｐｉ

æ

è
ç

ö

ø
÷ ＝ α ＋ ∑

ｎ

ｉ ＝ １
βｉｘｉ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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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ｐｉ 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协同关系发生的概率， ｘｉ 为驱动力； α 为截距，即模型的常数项； βｉ 为斜

率，即模型中每个驱动力的偏回归系数，其值为正则表示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变化方向相同，负值则相反。
为更好的测量变量之间的关联性，明确自变量对因变量发生概率的作用程度，一般应用 ｐ ／ （１－ｐ）来解释

回归系数，即发生比率（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Ｒ），其计算公式如下：
ＯＲ ｐ( ) ＝ ｅｘｐ α ＋ β１Ｘ１ ＋ β２Ｘ２ ＋，…， ＋ βｎＸｎ( ) （１７）

本文选择 Ｈｏｍ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ＨＬ）指标进行模型拟合度检验，当 ＨＬ 值不显著表示模型拟合好，而显著

则说明模型拟合不好。 通过 Ｗａｌｄ 统计量检验模型的回归系数，取 ０．０５ 为显著水平；当自变量的 Ｗａｌｄ 所对应

的 Ｐ 值小于 ０．０５ 时，保留在方程中，而大于 ０．０５ 则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被去除。

表 ２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的驱动力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驱动力类别
Ｄｒｉｖｅｒ ｔｙｐｅｓ

驱动力指标
Ｄｒｉｖ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单位
Ｕｎｉｔ

驱动力类别
Ｄｒｉｖｅｒ ｔｙｐｅｓ

驱动力指标
Ｄｒｉｖ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单位
Ｕｎｉｔ

自然环境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

气候因素 日照百分率 ％ 人口经济情况 人口密度 人 ／ ｋｍ２

年平均相对湿度 ％ 单位面积国内生产总值 万元 ／ ｋｍ２

年平均气温 ℃ 建设用地密度 城镇建设用地密度 ｈｍ２ ／ ｋｍ２

地形因素 高程 ｍ 农村居民点密度 ｈｍ２ ／ ｋｍ２

坡度 度 道路密度 ｋｍ ／ ｋｍ２

水文因素 水网密度 ｈｍ２ ／ ｋｍ２ 农业发达程度 农业人口密度 人 ／ ｋｍ２

土壤因素 土壤表层（０～２０ ｃｍ）的总氮含量 ｍｇ ｍ３ 单位面积农业生产总值 万元 ／ ｋｍ２

土壤表层（０～２０ ｃｍ）的总磷含量 ｍｇ ／ ｍ３ 农业机械总动力 ＫＷ／ ｈｍ２

土壤表层（０～２０ ｃｍ）的总钾含量 ｍｇ ／ ｍ３ 农民年收入 元 ／ 人

土壤表层（０～２０ ｃｍ）的有机质含量 ｍｇ ／ ｍ３ 植被用地状况 每平方公里耕地比例 ％

土壤容重 ｇ ／ ｃｍ３ 每平方公里林地比例 ％

土壤表层（０～２０ ｃｍ）的砂粒
（０．０５～２．０ ｍｍ）含量百分比

％ 每平方公里草地比例 ％

土壤表层（０～２０ ｃｍ）的粉砂
（０．００２～０．０５ ｍｍ）含量百分比

％ 每平方公里湿地比例 ％

土壤表层（０～２０ ｃｍ）的粘粒
（＜０．００２ ｍｍ）含量百分比

％ 区位可达性 距离水体的距离 ｍ

植被覆盖度 植被覆盖指数 ［－１，１］取值 距离城镇的距离 ｍ

距离农村的距离 ｍ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

本文计算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及 ２０１０ 年研究区 ４ 种生态系统服务指标的物理量，如图 ２。 其中，绿、黄、红色分

别表示服务供给的高、中、低值区，蓝色代表水体。 结果显示，氮净化服务高值区（氮输出量低值区）主要分布

在研究区南部、西部及湖体周围，低值区（氮输出量高值区）则零散分布于北部及中部，中值区分布广泛。 从

２０００ 到 ２０１０ 年，氮输出量单位面积年均值呈现先增加后略有下降的趋势，增幅由 ８．８９％降低为 ８．０８％。 磷净

化服务高值区（磷输出量低值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周边的林地、草地、湿地等生态用地，低值区（磷输出量高

值区）在农村居民点及城镇建设用地附近突出，并零散分布于部分农耕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磷输出量年均值

逐渐增加，增幅为 ２４．６９％。 过量的化肥施用、畜禽养殖等农业活动会增加氮、磷的排放，而农村生活污染和城

镇污水也会显著影响磷素富集［２８］。 因此磷净化服务分布与农村居民点、城镇建设用地存在明显关系，进而导

致氮、磷指标时空变化的差异性。 已有研究也表明磷负荷与城市用地、农村建设用地密切相关［２９，３０］。 水量供

给服务的空间分布呈东西走向，且变化显著，高值区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周边，中值和低值区由研究区西部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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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中、东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水量供给服务年均值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降幅由－２７．８８％变为－１２．７６％。
研究区土壤保持服务普遍较低，低值区分布广泛，高值区零星分布。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土壤保持服务年均值呈

下降趋势，降幅为－２１．６１％，主要受降雨、日照等自然因子［３１］以及农田、林地、城镇等用地变化［３２，３３］的影响。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研究区 ４ 种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０

２．２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分析

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将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００ 年每种生态系统服务相减，得到各自的空间变化图，并将变化分为正

向、负向及未变化 ３ 类。 利用 ＧＩＳ 的空间叠加分析功能得到两种服务变化的空间分布格局（图 ３）。 其中，正
向和负向变化区为两种服务均增加或均减少的区域，表明两者具有相同变化方向的协同关系；相反变化区为

两种服务变化方向相反，表明两者具有权衡关系；未变化 ／正（负）向变化区为一种服务没变化而另一种服务

增加（减少），表明两者关系不显著；未变化区是两种服务均未变化，其关系也不显著。 统计每类变化区占区

域总面积的百分比，结果见表 ３。 本文以水体净化服务为主，分析该类服务指标与其他服务的相互关系。
结果表明，氮输出指标与水量供给关系中，相同变化区（包括正、负向变化区，表示氮净化与水量供给服

务的权衡关系区）面积占统计面积的 ３３．１６％，其中正向变化区占 １１．９７％，主要分布于研究区西北部、西南角

及东南角地区，负向变化区占 ２１．１９％，与城镇建设用地分布较一致；相反变化区（表示氮净化与水量供给服务

的协同关系区）占统计面积的 ２９．９８％，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中、东部。 磷输出指标与水量供给关系中，相同变化

区和相反变化区的面积占比分别为 ２７．２１％和 ３１．９２％，在研究区西北部、西南角及中部地区集中分布；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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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生态系统服务间关系的空间格局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０

未变化 ／正向变化区，占统计面积的 ２６．４３％，主要位于研究区的中西部及北部一段沿江地区。 氮、磷输出指标

与土壤保持关系中，未变化 ／正向变化区分布范围均最广，分别占统计面积的 ４８．０６％和 ５５．３７％，而正向、负向

及相反变化区所占比例较小，说明水体净化服务与土壤保持服务的权衡 ／协同关系不明显。 氮与磷指标关系

中，正向变化区广泛分布，占统计面积的 ５８．８６％，说明研究区水体净化服务主要表现为协同关系。

表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生态系统服务间关系的面积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０

两种服务指标
变化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氮输出指标
与水量供给
ＮＥ ａｎｄ ＷＳ

氮输出指标
与土壤保持
ＮＥ ａｎｄ ＳＲ

磷输出指标
与水量供给
ＰＥ ａｎｄ ＷＳ

磷输出指标
与土壤保持
ＰＥ ａｎｄ ＳＲ

氮输出与磷
输出量指标
ＮＥ ａｎｄ ＰＥ

正向变化 １１．９７ ０．６７ １４．４７ ０．９９ ５８．８６

负向变化 ２１．１９ ５．０３ １２．７４ ４．２５ １９．１０

相反变化 ２９．９８ １２．３４ ３１．９２ １２．４９ ９．７０

未变化 ／ 正向变化 ２２．２５ ４８．０６ ２６．４３ ５５．３７ １．４６

未变化 ／ 负向变化 １１．２９ ２４．７０ １０．６０ １６．４９ ０．６０

未变化 ３．３２ ９．２０ ３．８４ １０．４１ １０．２８

　 　 该统计面积没考虑研究区未变化的水域面积；单位为％

２．３　 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驱动力分析

选择显著的生态系统服务关系进行驱动力分析，主要为氮净化服务与水量供给服务的权衡关系、两种水

体净化服务的协同关系。 通过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模型中因变量是两种服务关系，取值为 ０
和 １ 值，０ 表示两者关系不显著，即一种变化而另一种未变化或者两者均未变化；１ 表示两者具有协同关系（均
正向变化或负向变化）或权衡关系（相反变化）。 据此，将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空间格局图进行重分类，得到 ０
和 １ 的因变量图层。 同时，在多期驱动因子空间栅格化的基础上计算其平均值，得到自变量图层。 将因变量

和自变量的图层值赋予随机点，基于点的属性值确定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的输入值。 由于数据来源于点的随机

抽样，避免了空间自相关性；同时在随机点选取时，尽量保证因变量的 ０ 和 １ 值数量相等，以避免对模型常数

项的影响。 模拟结果如表 ４、５ 所示。
表 ４ 模型的 ＨＬ 指标值为 ０．８１７，统计不显著，反映模型的拟合度较好；模型预测正确率为 ８１．３２％，表明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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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较稳定。 根据 Ｗａｌｄ 统计量可判断，影响氮净化和水量供给服务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是城镇建设用地密度和

植被覆盖度，其次是离农村距离、农村居民点密度、水网密度、离城镇距离及人口密度等。 其中，城镇建设用地

密度和农村居民点密度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每平方公里增加 １ 公顷的城镇或农村建设用地，将使氮净化和

水量供给服务关系权衡变化关系的发生概率分别增加 ２９．１００ 和 １０．２８２ 倍。 而植被覆盖度和水网密度的回归

系数为负，表明此权衡关系将随着这些因素的增加而减小。 此外，年相对湿度、年均气温等气候因素的 Ｗａｌｄ
统计变量也比较显著，说明气候因素对两者权衡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年平均气温对其贡献率达到

２８．９７９。 土壤因素中，总磷含量是最重要的解释因变量，且其发生比率也最大，达到 ３７．４９０。 社会经济因素

中，除人口密度的贡献率最大外，农业 ＧＤＰ 也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农业 ＧＤＰ 增加可视为当地农业发展

水平提高，此时将带来两者权衡关系的下降，其发生概率为 ０．９９７ 倍。 因此，当气候变化带来区域水量供给增

加时，由于农业的发展，可采取适应性措施，减弱对区域生态系统水体净化服务的影响。

表 ４　 氮净化与水量供给服务关系的驱动力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驱动力
Ｄｒｉｖｅｒｓ

回归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标准误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Ｗａｌｄ 统计量
Ｗａｌ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显著性水平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发生比率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日照百分率 ０．３６４ ０．１４０ ６．７６０ ０．００９ １．４４０

相对湿度 －１．００８ ０．２６１ １４．８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３６５

年均气温 ３．３６７ ０．８９４ １４．１８５ ０．０００ ２８．９７９

坡度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９ ５．２２９ ０．０２２ ０．９３６

水网密度 －１．７６０ ０．３０９ ３２．４２９ ０．０００ ０．１７２

土壤表层总磷含量 ３．６２４ １．２５４ ８．３５７ ０．００４ ３７．４９０

土壤表层总钾含量 －０．３８１ ０．１４５ ６．９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６８３

土壤表层有机质含量 －０．０９１ ０．０３８ ５．５８７ ０．０１８ ０．９１３

植被覆盖度 －１．４１２ ０．１６８ ７０．７９１ ０．０００ ０．２４４

人口密度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３６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农业 ＧＤ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１１．９８０ ０．００１ ０．９９７

农业人口密度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５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９９９

城镇建设地密度 ３．３７１ ０．４０１ ７０．８２９ ０．０００ ２９．１００

农村居民点密度 ２．３３０ ０．４０２ ３３．５６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２８２

道路密度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６．６０２ ０．０１０ １．０００

林地比例 －４．９９５ １．６７４ ８．９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离城镇距离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８．４５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离农村距离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４８．０６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表 ５ 模型的 ＨＬ 指标值为 １．０１７，统计不显著，反映模型拟合度较好，同时模型也较稳定，其预测正确率为

８９．４９％。 根据 Ｗａｌｄ 统计量可判断，影响两种水体净化服务协同关系的最重要驱动力是植被覆盖度，其次是

耕地比例、林地比例、离农村距离、水网密度，并且这些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这些因素的增加将带

来两种服务协同关系的提高。 从发生比率来看，驱动因素的贡献率均不大，普遍在 １．０００ 左右，仅有农村居民

点密度的概率达 ２．４０６。 总体来看，所有驱动力中植被用地的影响最明显，通过增加耕地、林地及草地的面积

或建立植被缓冲带将显著促进两种水体净化服务的协同变化；而增加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可有效提高生态

系统功能，净化多种水质污染物，达到协同减排的目的。 此外，土壤砂粒、粘粒等颗粒物组成也会促进两者的

协同关系。 因此，通过调节土壤属性或改良土壤结构可同时改变两种水体净化服务，为区域非点源污染物的

协同治理提供有效途径。

３　 结论与讨论

复杂的内外界环境因素作用于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及功能，进而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表现为多种服

９　 １９ 期 　 　 　 刘洋　 等：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及驱动力分析———以江苏省太湖流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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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在时空尺度上的同增同减、一增一减或无明显变化关系。 生态系统服务间相互关系研究有助于管理者识别

多种服务的变化特征，明确区域生态系统的变化程度，以采取生态空间管制、环境污染防治等针对性政策措施

进行调控，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持续发展。 流域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交互作用强烈地区，面临诸多水

环境问题，结合流域的实际情况，选择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多种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研究，为实

现流域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奠定基础。

表 ５　 氮、磷净化服务关系的驱动力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驱动力
Ｄｒｉｖｅｒｓ

回归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标准误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Ｗａｌｄ 统计量
Ｗａｌ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显著性水平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发生比率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日照百分率 ０．５４３ ０．１８９ ８．２７９ ０．００４ ０．５８１
年均气温 ３．６０５ １．２００ ９．０２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７
高程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８．４２６ ０．００４ ０．９９４
坡度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０ ９．１２８ ０．００３ １．０３０
水网密度 ２．１０６ ０．２９２ ５２．１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２
土壤表层砂粒含量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４ １８．５７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１７
土壤表层粘粒含量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 ８．６０６ ０．００３ １．０１６
植被覆盖度 ３．３８９ ０．１８２ ３４７．４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
单位面积 ＧＤ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４．０６１ ０．０４４ １．０００
农业机械总动力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８ １４．３５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７１
农民人均收入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９．３００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
城镇建设用地密度 －１．３２１ ０．２７４ ２３．２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６７
农村居民点密度 ０．８７８ ０．２９０ ９．１６４ ０．００２ ２．４０６
耕地比例 ４．００９ ０．２７７ ２０９．８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８
林地比例 ３．６３１ ０．３１０ １３７．１７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６
草地比例 ３．２０２ ０．７９９ １６．０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１
湿地比例 ２．２８６ ０．６３７ １２．８７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２
离城镇距离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４．６９５ ０．０３０ １．０００
离农村距离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３３．８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９９９

本文以太湖流域江苏省为研究区，运用空间显示的生物物理模型和经验统计模型计算区域 ４ 种生态系统

服务指标，在此基础上借助 ＧＩＳ 空间分析手段进行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研究，并利用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定量识

别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主导驱动力。 研究结果表明：
（１） 从 ２０００ 到 ２０１０ 年，研究区 ４ 种生态系统服务指标的单位面积年均值呈现不同程度的变化，氮输出

指标先增加后略有下降的趋势，磷输出指标逐渐增加，水量供给先下降后上升，土壤保持则呈现逐渐下降趋

势。 研究区 ４ 种服务指标的空间分布及变化格局具有较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２） 氮、磷输出指标与水量供给关系的空间分布格局较为相似，表现为广泛分布的相同变化区和相反变

化区；氮、磷输出指标与土壤保持的正向、负向及相反变化区占比均较小，表明水体净化服务与土壤保持服务

的权衡 ／协同关系不明显；氮、磷输出指标的正向变化区广泛分布，说明研究区水体净化服务主要表现为协同

关系。
（３） 氮净化和水量供给服务权衡关系的正向驱动力为城镇建设用地密度和农村居民点密度，且每平方公

里增加 １ 公顷的城镇或农村建设用地，其权衡关系的发生概率将增加 ２９．１００ 和 １０．２８２ 倍；而植被覆盖度和水

网密度则具有显著的负作用。 氮、磷服务协同关系的首要影响因素是植被覆盖度，其次是耕地、林地比例等因

素，且这些因子均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
尽管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已逐步深入，然而从理论走向实践仍面临一系列挑战［１，３， ５］，尤其是如何更精准

的计算服务量，如何科学识别多种服务之间相互关系，如何定量分析服务关系的驱动机制等问题。 本研究综

合利用生态、地理、统计、计量等方法手段，从时空多维度进行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表征及驱动力分析，以期拓

展相关研究，为进一步理解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复杂关系及其驱动机制提供借鉴，并促进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在

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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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水环境管理中的应用。 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时间积累性，而不同类型服务的变化速度和阈值也存在差异，
影响服务关系的时间表现特征。 由于数据的有限性，本文仅进行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的研究，未能充分考虑每种

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周期。 未来可结合生态系统变化的阈值分析进一步探究不同时间周期及更长时间范围

上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探索驱动力变化程度对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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